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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房颤动(Atrial Fibrillation, AF)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高发病

率、高致残率严重影响房颤患者的生活质量，增加社会医疗负担。多年来对于房颤诊治的研究不断深入，

西医治疗以抗凝预防卒中，抗心律失常，控制心室率为原则，导管消融术逐渐成为房颤首选的手术治疗

方式，左心耳封堵术也越来越成熟。但抗凝的出血不良事件、肝肾功能受损患者抗凝管理难度大、抗心

律失常药物不良反应、手术复律后高复发率等都严重影响着临床疗效。中医药治疗有着更少的出血事件、

更小的不良反应、更高的生活质量等方面独特的优势。西药规范化治疗联合中医药治疗会是未来房颤治

疗的新思路。本文就结合近年来国内外房颤的临床诊疗进展做一综述，旨在为临床更好地进行心房颤动

患者的诊疗、研究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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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rial Fibrillation (AF) is a common arrhythmia with an increasing incidence rate in th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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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high prevalence and high disability rate severely impact the quality of life of AF patients and 
increase the societal burden of healthcare. Research into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F has 
deepened over the years. Western medical approaches prioritise anticoagulation to prevent stroke, 
antiarrhythmic therapy, and ventricular rate control. Catheter ablation has progressively become 
the preferred surgical treatment for AF, while left atrial appendage closure techniques have also 
matured. However, clinical efficacy remains compromised by adverse bleeding events associated 
with anticoagulation, the challenges of anticoagulant management in patients with impaired hepatic 
or renal function, adverse reactions to antiarrhythmic drugs, and high recurrence rates following 
surgical cardiovers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offers distinct advantages, including 
fewer bleeding events, reduced adverse reactions, and improved quality of life. The integration of 
standardised Western medical treatment with TCM represents a novel therapeutic approach for 
atrial fibrillation. This review synthesises recent clinical advances in atrial fibrillation management 
worldwide, aiming to inform improved clinical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research for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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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房颤动(Atrial Fibrillation, AF)简称房颤，是一种临床上常见的快速性心律失常，以心房快速性不规

则搏动为特征，是严重的心电活动紊乱，表现为心脏失去其正常有效的收缩节律，致其泵血功能出现恶

化甚至丧失。房颤临床表现多样，多与心室率快慢有关，可表现为无症状；心悸、乏力、胸闷、黑矇、晕

厥；甚者心绞痛或充血性心力衰竭。具有较高的致残率和致死率。现有研究表明，房颤发病的危险因素

多达数十个，包括高龄、男性、肥胖和多种心肺基础疾病[1] [2]。有研究表明，其患病率随年龄增长呈明

显上升趋势，随着年龄增长到 60 岁以上，心房颤动的发病率大约增加一倍，且各年龄段中男性患病率更

高，但女性患者的死亡率更高[3]-[5]。一项总结了多个国家的人口学数据的研究显示，房颤的总体患病率

占普通人群的 1%到 2%之间[1]。有调查显示，全球心房颤动患者约为 375.74 亿例(占全球人口的 0.51%)，
在过去 20 年中增加了 33% [2]。临床诊断常依赖于心电图异常表现，但对于非持续性异常电活动的捕捉

是概论事件，这增加了人群中房颤患者的筛查难度。中医学将其归属于“心悸”、“怔忡”、“晕厥”、

“胸痹心痛”“厥脱”范畴，治以益气活血、温通心阳、气阴双补、化痰祛瘀、安神定悸等。西医治疗以

抗凝预防卒中、抗心律失常、控制心室率为治疗原则，并强调早期干预的必要性，特别强调预防、危险

因素分阶段管理和筛查高风险患者时机的重要性[6] [7]。近年来对房颤的诊疗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抗凝的出血事件、口服抗凝药物患者的低依从性低有效率、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不良反应、手术复律的

局限性及术后的复发率、老年房颤患者的指南规范低治疗率等问题依旧存在于房颤患者的诊治过程中，

需要临床工作者继续探索更有效的治疗方式，降低致残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中医药在房颤的治疗

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需要努力去探索、总结、实践，挖掘祖国医学瑰宝，守正创新。本文主要就房颤的

中西医发病机制、诊断、治疗上的研究进展进行如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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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颤的发病机制探讨 

中医并无“心房颤动”病名，《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云：“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

汤主之。”患者主要表现为心悸、乏力、胸闷、黑矇，甚或晕厥、心绞痛，脉结、代、涩或散。结合其临

床表现，根据历代医家经验，公认属于“心悸”“怔忡”范畴，当急性发病或产生严重并发症时，也可

归属于“眩晕”“胸痹心痛”“厥脱”范畴。历代医家多认为房颤发病以心之气血阴阳亏虚为之本，标

实为气滞、痰湿、血瘀[8]。但该机制无特异性，许多心脑系病症发病均与之相关。然以段文慧、李平、

张军平、宫丽鸿[9]-[13]为代表的医家认为其发病与“风邪内扰”为直接相关，心之气血阴阳亏虚，痰浊、

水饮、瘀血内阻心脉、心脉失养、心神不宁为其发病基础。《诸病源候论》言“风惊悸者，由体虚心气不

足，心之府为风邪所乘；或恐惧忧迫，令心气虚，亦受于风邪；风邪传于心，则惊不自安，惊不已，则悸

动不定”。“风为百病之长”“风性善行而数变”等均与患者心中悸动不安，发病一般较急等特征相符

合。风为阳邪，易侵袭阳位，而心为君主之官，居于阳位，故易受之。也有医家从君火、相火、肾水的关

系探讨水火既济的过程，认为水火既济，体内如环运动，而水亏火旺、水盛火衰、君火不明，相火失位皆

可使水火失济，影响心神而发为心房颤动[14]。亦有“冲脉为病，逆气里急”理论机制的提出，丰富了房

颤发生机制的探讨，阳明失阖，冲脉为病为发病基础；升降不前，逆气里急是发病诱因，为房颤的治疗

提供新思路[15]。 
西医认为房颤是一种异常的心电活动表现，患者心电图上规律有序的 P 波被快速性不规则 f 波所取

代，至今仍是首诊房颤的主要依据。房颤的发生需要驱动及维持因素，随着房颤研究的不断深入，诸多

心电异常活动假设被提出，但难以在人体心脏上被证实，一项对体外人体心脏实验的研究显示存在于肺

静脉(Pulmonary Veins, PV)的局灶触发机制、心房中多分子波折返、心外膜局灶激动、rotor“转子”学说

被证实为房颤的驱动及维持的电生理基础[16]。迄今为止，心肌细胞纤维化(心房电重塑和结构重塑)、氧

化应激、炎症、MicroRNA、心房淀粉样变性、细胞内 Ca2+失调、遗传因素、自主神经系统、脂肪浸润等

致病机制已经成为房颤发病的共识[6] [17] [18]。 

3. 房颤的诊断现状 

单导联心电图(≥30 s)或 12 导联心电图(≥10 s)显示 P 波消失，代之以大小、形态及时限均不规则的颤

动波(f 波)、RR 间期绝对不规则即可诊断为房颤。主要体征为心脏查体：心律绝对不齐，第一心音强弱不

等，脉搏短绌。由于房颤的发生有频率与持续时间上的差异，且约 1/4 患者无明显不适症状，这对房颤患

者的就诊率与首诊诊出率均产生了影响[7]。24 小时或 72 小时动态心电图和其他长程心电监测手段的使

用对于首诊房颤是必要的，但仍存在一定的漏诊率，日本一项真实世界研究发现，首次动态心电图遗漏

的房颤患者比例估计为 31.4% [19]。家庭用可穿戴心电监测设备、智能手表、心脏置入式电子装置等辅助

检查手段的运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首诊漏诊率[20]-[22]。有研究显示，基于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心电图算

法甚至在窦性心律期间也可识别房颤患者，且可为房颤患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的评估依据[23] 
[24]。以上辅助监测手段的使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未来房颤患者的诊出率及早期干预率，延缓病情的进一

步发展。但这些辅助手段在临床上仍处于实践阶段，需要更多大规模研究证实其有效性。对于房颤患者

的筛查，临床公认且使用更多的还是房颤风险预测模型，最新的评分系统 CHARGE-AF 对于房颤的早期

诊断具有重要意义[25]，对于亚洲人群采用 C2HEST 评分被证实是更合理的[26]，并建议对 65 岁以上的

首诊患者进行房颤筛查[6]。房颤分类公认使用“PPP”模式：根据其发作频率及持续时间分为阵发性房

颤、持续性房颤、长期持续性房颤和永久性房颤，及 ESC 指南进一步定义的首诊房颤[17]。中医辨病需

要四诊合参，结合望闻问切对患者的现阶段疾病特征进行概括总结，对于患者的症状体征依赖性较强，

但部分房颤患者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症状体征，故不能局限于有相应的症状体征表现才诊断，现代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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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需要借助现代医学的诊断手段，灵活辨病。 

4. 房颤的治疗进展 

4.1. 西医治疗 

房颤的致残及致死多与缺血性卒中、心力衰竭相关，故其治疗原则以抗凝预防卒中、抗心律失常、

控制心室率为主，导管消融复律、左心耳封堵术的研究也逐渐深入愈加成熟，但复律后较高的复发率，

左心耳封堵术后的并发症等也不容忽视。此外强调全病程的危险因素管理和早期筛查、早期干预[6] [7]。 
(一) 抗凝治疗 
房颤时，心房的不规则收缩会导致血液在左心耳内的湍流增加，进一步促使血栓的形成。血栓脱落

并经由动脉系统到达其他部位，例如脑部，造成缺血性卒中等严重并发症。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中国

心房颤动患者总体脑卒中的患病率为 24.8%，80 岁以上脑卒中患病率高达 32.86%，年龄 > 75 岁的房颤

患者是脑卒中的高危人群，应该积极给予抗凝治疗[27]。卒中后患者住院死亡率、住院费用、出血事件发

生率、感染发生率均高于非房颤患者，生活质量明显降低，大大增加了社会医疗负担[28]。但在临床实践

中，患者接受抗凝治疗的比率实际偏低，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入院后诊断为房颤的患者中，仅 24.41%接

受符合指南规范的抗凝药物治疗[29]，这可能与临床工作者对抗凝治疗的重视度不够、启动抗凝的时机不

熟等有关。现在公认的抗凝/出血评分为 CHA2DS2-VASc 评分/HAS-BLED 评分[30] [31]，年龄和肝功能

是重要评分点，肝功能受损及高龄均会影响抗凝启动及治疗效果，年龄较大可能被视为抗凝治疗最重要

的禁忌症[32]。抗凝药物主要分为两类：维生素 K 拮抗剂及新型口服抗凝药。合理有效的抗凝是预防房

颤患者血栓栓塞事件的重要措施，可有效降低患者残疾率、痴呆率，减轻医疗负担。在新型口服抗凝药

出现之前，长期以来不论是瓣膜性房颤还是非瓣膜性房颤均以华法林为一线抗凝药物。然而其治疗窗较

窄，作用还会受到食物、药物影响，临床使用需要严密监测 INR，治疗强度控制不当会导致出血或无效

抗凝[33] [34]。在老年房颤患者使用中也存在抗凝治疗率低、依从性差及难以维持有效抗凝治疗的“华法

林困境”[35]。新型口服抗凝药的出现解决了房颤患者抗凝药物使用依从性低及 INR监测难度大的问题，

且与华法林相比，新型口服抗凝药显著降低了缺血性卒中、大出血和颅内出血的发生率[36]-[38]。但有研

究显示在接受达比加群或利伐沙班治疗的房颤患者中，肝功能受损患者的大出血风险显著高于肝功能正

常患者，且与一般人群相比，进行抗凝的房颤患者的死亡率增加[39]。这些都是临床上使用抗凝药物的局

限性与难点问题，亟待更加深入的研究解决当前困境。 
(二) 抗心律失常 
房颤归属于心律失常大类疾病，抗心律失常是房颤的治疗原则之一，可明显缓解患者的不适症状，

预防心衰进一步发展，研究表明，虽然心衰与房颤是两种疾病，但它们相互为危险因素，且严重影响患

者生存率[40]。此外由于左心耳的特殊解剖结构，复律对于降低心源性栓子的发生率，预防卒中具有重要

意义。相较于控制心室率，最新的研究越来越推荐首先控制心律，特别是对于新发房颤的患者，这可有

效阻止病情进展为不可逆心房重塑及改善患者生活质量[41]。抗心律失常治疗措施包括：口服抗心律失常

药物、电复律、导管消融。根据 Vaughan Williams 分类方法，可将口服抗心律失常的药物分为四类：I 类
快钠通道阻滞剂，II 类 β受体阻滞剂，III 类钾通道阻滞剂兼有钠钙通道和 β受体阻断作用，IV 类钙通道

阻滞剂。其中 I 类药物具有明显毒性，需要进行治疗药物检测，胺碘酮的碘蓄积容易产生器官毒性(肺、

甲状腺、眼、肝)，该类药物还存在“促心律失常”现象；而 IV 类药物则需要进行血流动力学监测，以保

证药物使用的安全性及有效性[42]。且对于抗心律失常药物的选择较为复杂，需要结合房颤患者的是否为

新发、持续时间、症状严重程度、是否合并结构性心脏病、是否合并心衰、是否合并冠心病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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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颤的导管消融术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节律控制策略，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常见的心脏消融手术。目前

的指南建议，对于抗心律失常药物难治性或不耐受的阵发性或持续性心房颤动的有症状患者，应进行该

手术。对于选定的无症状患者，该手术也可被视为一线方法[44]。研究显示，导管消融与口服药物抗心律

失常相比，是一种相对有效且耐受性良好、安全性较高的房颤治疗方法，对于改善症状、延缓阵发性房

颤进展为持续性房颤方面具有已证实的价值，降低了房颤患者的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不良事件的风险，

但其作为持续性房颤患者一线节律控制治疗及无症状房颤患者的节律控制治疗相关益处均需要更多大规

模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证实[45]-[47]。尽管导管消融有被证实的疗效，但复律后房颤复发的发生率仍高达 40%
至 50% [48]。一项长达接近 6 年的观察性研究显示，接受了单次导管消融手术后，大约 40%的患者在消

融后 1 年内没有出现任何心律失常复发，但在接下来的 1 年内房颤复发[49]。原因包括：导管消融术的应

用对组织炎症反应的短暂刺激作用；自主神经系统的短暂失衡和导管消融术的延迟效应[50] [51]。增加射

频传输功率、不同能量形式(激光、高强度聚焦超声、射频和脉冲场活动)、冷冻消融的研究亦在不断深入

[52]。研究证实，冷冻消融技术在首次阵发性房颤患者中具有更高的可重复性，但还需要进一步临床验证

[53] [54]。同步直流电复律是针对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房颤患者紧急使用的，也可选择性地用于恢复正常

窦性心律，但目前其使用最佳时机仍不清楚[55] [56]。 
尽管手术复律技术逐渐趋于成熟，但其复发率、不良事件发生率亦不可忽视，且由于复律前后仍有

血栓形成，静脉栓塞风险高，仍建议复律前 3 周，复律后 4 周内都口服新型口服抗凝剂，并在复律前使

用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排除血栓[57]。 
(三) 控制心室率 
心室率控制已被证明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无症状房颤患者治疗策略，主要强调其在心力衰竭房颤患者

中的治疗。与使用控制心律治疗策略相比，控制心室率治疗心房颤动没有生存优势[58]。控制心室率可能

是心脏电复律后持续性心房颤动复发患者的适当治疗方法，但首诊症状严重的房颤患者中，心律控制不

可取代[59]。控制心室率通常使用房室结阻滞剂来实现，根据患者症状、合并症、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
值和血流动力学等综合评估选择药物。β 受体阻滞剂或非二氢吡啶类钙通道阻滞剂的药物治疗被视为一

线药物。地高辛可以添加到现有疗法中，但应注意其治疗窗较窄，应避免增加剂量。而房室结消融有助

于控制症状严重的难治性病例的症状和生活质量[60]。对于心室率控制理想范围似乎没有确切值，在治疗

急性心房颤动时，目标心率为 80~100 次/分，慢性心房颤动管理的传统心率目标通常为休息时 60~80 次/
分，中度运动时为 90~110 次/分[61]。研究显示宽松的心率控制策略(静息心率 < 110 次/分钟)或严格心率

控制策略(静息心率 < 80 次/分钟，中度运动时心率 < 110 次/分钟)的治疗效果似乎无差[62]。 
(四) 左心耳封堵术 
左心耳作为心源性栓子主要形成的位置，左心耳封堵术为预防房颤患者缺血性卒中提供了新的治疗

方案。近年来，通过外科或介入手术封堵左心耳的方法在临床中取得越来越多应用，并已被证实具有显

著的预防血栓形成和脱落的价值。其传统外科手术策略包括：缝合或圈套左心耳、剪刀或缝合装置切除

左心耳，但如果闭合的左心耳再通会造成严重的栓塞并发症[63]。随之出现的经皮左心耳封堵器植入术逐

渐取代了传统的缝合或切除术式。一项纳入 1065 例患者的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中，随访结果显示，左心

耳封堵术疗效不劣于口服华法林，但存在大出血、心包积液和装置栓塞等不良事件[64]。新一代装置

Watchman 的使用与更少的安全事件和更高的有效封堵成功率相关，但存在装置相关血栓形成、左心耳封

堵术后抗血栓方案制定和装置周围渗漏等尚待解决的问题[65]。介入手术从源头解决了心源性血栓的产

生，但对于患者症状改善，疾病的进展似乎没有意义，故更适用于无症状的房颤患者。一项对于左心耳

封堵术后患者的 5 年随访研究显示，左心耳封堵术不会改变心电图或超声心动图特征，长期随访中手术

相关性心包积液很常见[66]。综上，在仔细评估手术的获益及风险比，并结合患者的偏好后，左心耳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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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作为口服抗凝药的替代方案可能是合理的，但对于术后抗凝治疗的管理仍存在争议[6] [60]。 
综上，多年来房颤的西医治疗有了长足的进步，研究逐渐深入，新型口服抗凝药、新型抗心律失常

药物、新兴术式不断被证实有效。但临床治疗房颤仍存在困境，抗凝治疗对于卒中的预防是必要的，对

于降低房颤患者致残率、痴呆率是被证实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其出血不良事件的发生不容忽视。抗心律

失常复律对房颤患者来说也是必要的，但有研究表明，对于首诊房颤的患者早期复律与常规治疗相比并

未带来更大的获益[67]。一项在 135 个中心，纳入了 2789 名早期心房颤动患者的研究中，随机将患者分

为两组分别接受早期节律控制及常规治疗，每位患者平均随访 5.1 年，结果显示接受早期节律控制组患

者的与心律控制治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更高，且 2 年后两组患者的症状和左心室功能无明显差

异，但早期开始节律控制治疗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较低[68]。这提醒临床工作者，对于抗心律失常复律似

乎不需要非常积极，但是何时开始抗心律失常治疗获益最大的大规模临床研究是缺乏的。由于房颤患者

症状的多样性，患者间较大的异质性均导致临床治疗难以有较统一的公式，各种治疗方式的选择需要综

合评估患者获益、风险比，甚至需要结合患者特殊职业、合并症等，这是临床治疗房颤的一大难点，亟

待更好的治疗方案。 

4.2. 中医治疗 

研究显示，中医很可能是心房颤动的有效治疗措施，其多通道作用、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等效用对于解决西医治疗中药物不良反应，手术复发率等难题具有一定潜力，但临床研究相

对缺乏是普及其使用的一大限制，需要更多更深入的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来证实[69]。以刘如秀

[70]、徐承秋[71]、曹洪欣[72]为代表的大多数医家认为其发病以气血阴阳亏虚为疾病基础，与气滞、痰

湿、瘀血密切相关，治以益气活血、温通心阳、气阴双补、化痰祛瘀、安神定悸。以仲景《伤寒论》条文

为纲，“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炙甘草汤益气养阴，复脉定悸，长久以来在房颤患者

的治疗上占有重要地位。一项基于数据挖掘探讨中医药治疗房颤的用药规律的研究显示，常用药物有炙

甘草、麦冬、五味子、丹参、黄芪、生地黄、枣仁等，其中汤剂以炙甘草汤加减使用最多[73]。有关气阴

两虚证的阵发性房颤患者的研究显示，基于炙甘草汤加减方联合胺碘酮治疗优于单用胺碘酮治疗[74] [75]。
这可能与炙甘草汤能调节心律失常患者心率变异性指标，抑制炎症细胞因子，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对心

律失常患者心脏自主神经病变及炎症损伤具有修复作用相关[76]。 
然由于房颤病机复杂，临床表现多样，临床单用炙甘草汤或增液汤不全应效。丁文书[77]、李庆海[78]、

沈雁[79] [80]、刘兴明[81]等医家着眼于热毒、痰瘀、湿浊等标实证，治以益气清热、滋阴活血、化痰祛

瘀取得较好疗效。这可能与中药汤剂抗心律失常、控制心室率、抑制炎症/氧化应激反应、调节脂代谢、

逆转心房重构、改善心功能相关，其还被证实相较于单纯西医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可改善患者临床症

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于萍[82]一项关于加减血府逐瘀汤联合西药达比加群酯治疗非瓣膜病性房颤(血
瘀型)的临床研究显示，联合用药疗效优于单用达比加群，显著降低患者的中医症候总积分及消化道出血

发生率。相较于辨证使用中药汤剂，中成药的使用具有更便于推广，使用更方便的优势。现在临床常用

中成药包括参松养心胶囊、稳心颗粒、参麦注射液等。研究显示参松养心胶囊对心房肌多种离子通道均

有阻滞作用，其对心房电重构及肌重构均有抑制作用，与西药联用可增效，双向调节心律，在预防复律

后急性房颤复发、延缓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恶化等方面具有已证实的价值，且其对于快速性房颤的

治疗作用优于西地兰[83] [84]。一项单用参麦注射液与单用西地兰对照研究显示，参麦注射液组总有效率

为 92.1%，窦性心律转复率为 28.9%，与西地兰组有显著差异，且不良反应更少见[85]。 
此外，研究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可显著降低导管消融术后患者的中医证候积分，促进左心室逆重

构，降低复发率，且安全性较好，改善远期预后[86]。对于老年房颤患者，多不适合手术治疗，中西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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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治疗具有不良反应少，具有较好临床疗效，显著改善心功能等优势[87]。 
综上，该病总属本虚标实，以心之气血阴阳亏虚，痰浊、水饮、瘀血内阻心脉、心脉失养、心神不宁

为发病基础[8]。结合现代药理研究，中药治疗具有抑制炎症反应/氧化应激、修复炎症损伤、逆转心房重

构、改善心功能等疗效，但对于这部分的机制研究较缺乏，需要更多的临床证据来证实。 

5. 总结与展望 

几十年来，对房颤的诊疗研究不断深入，西医治疗以抗凝预防卒中、抗心律失常、控制心室率为原

则，尽管口服药物及介入手术的使用均已比较成熟，但其出血不良事件的发生、肝肾功能损害患者的管

理难度、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不良反应、老年患者服药管理难度、手术复律后较高的复发率、左心耳封堵

术后并发症及抗凝方案制定等问题依旧亟待更好的治疗方案。中医药以其独特的优势，单用或联合西医

治疗在房颤患者的治疗中被证实有更良好的疗效，对于早期房颤患者心律控制及肝肾功受损患者的卒中

预防方面具有现实意义，中医很可能是心房颤动的有效预防手段和有价值的治疗措施，其具有多通道作

用、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等效用。但仍缺乏大规模临床随机对照实验证实其疗效，同

时因为房颤患者症状的复杂性，其辨证较难规范，临床工作者需要结合当地患者发病特点因证立法、随

法选方、据方施治，努力发掘中医药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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